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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污染环境罪立法明确性之比较研究

李　梁

摘　要：在污染环境罪的立法上，中德刑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主要表现在罪名及其所涉及的法条数量、

关于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行为类型、行为形态、行为对象、结果、罪过形式以及刑罚设置等方面。从这些

差异来看，我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过于简单和不明确，既没有为司法判定提供有效指引，又不利于限

制司法权；与我国相比，德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则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彰显了刑法的明确性，不

仅为司法判断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而且有利于限制司法权。因此，德国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刑事立法很值得我

国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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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５－１６页。关于刑法的
明确性原则，刑法理论一般追溯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１９１４年认定法律 “因不明确而无效”的宪法原则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版，第５９页），这实质上是对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视而不见。

②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至９月１９日在德国维尔茨堡召开的 “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中德刑法学者一致认为，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刑法的明确性。参见陈兴良： 《中国刑法中的明确性问题
———以 〈刑法〉第２２５条第４项为例的分析》，载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主编：《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罪刑
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２２页；［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中的法律明确性原则》，
黄笑岩译，载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主编：《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６页。

自贝卡里亚明确反对法律的含混性以来①，刑法的明确性就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得到

了近代以来的刑法实践及理论的提倡，并成为人们衡量刑事法治的重要指标。但是，不论中国学者

还是德国学者，在指出明确性是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之核心内容的同时，也都承认明确性是罪刑法定

原则的软肋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德刑法在明确性原则的贯彻上处于同等程度？本文持否定态

度，并通过污染环境罪立法的中德比较来阐明。

污染环境罪在各国刑法中的确立，是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大面积出现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

题为背景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污染犯罪能否得到有效治理，往往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良好的

环境保护法律及其能否有效运行密切相关。其中，作为环境保护法之保障法的环境刑法，其明确性

程度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意义重大。一方面，明确性程度较高的环境刑法不仅能够为司法者准确

—９１—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5.003



适用环境刑法提供可操控的标准，不至于使司法者在面对各种复杂的环境污染犯罪时踌躇不前①，

而且能够使环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得以有效实现。另一方面，明确性程度较高的环境刑法不仅能为
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标准，而且为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提供了明确的判断依据，进而
提高其监督能力。大致可以肯定，由于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历史和立法思维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同，刑
法的明确性原则在中德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上存在着较大差异。那么，差异表现在哪里？其
原因又何在？差异导致的结果又是什么？我国应否借鉴德国的做法？均值得认真梳理和思考。

本文以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最高司法机关 （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２３日发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是对
最高司法机关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发布的名称完全相同的司法解释的替代，故把该司法解释简称为
“２０１６年 《解释》”，相应地，把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发布的司法解释简称为 “２０１３年 《解释》”）② 和
《德国刑法典》③ 第３２４条至第３３０条ｄ为材料，从罪名与法条数量、行为、结果、罪过形式以及刑
罚幅度等方面，对中德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的明确性进行比较研究。

一、罪名与法条的比较

在我国，污染环境罪是一个比较新的罪名。１９７９年 《刑法》没有规定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犯
罪。１９９７年 《刑法》第３３８条原来的罪状表述为 “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
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将该条规定
的罪名解释为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颁布的 《刑法修正案 （八）》把 《刑法》

第３３８条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其一，把对污染行为具有修饰作用的 “向土地、水体、大气”予
以删除；其二，把行为对象由 “危险废物”改为 “有害物质”；其三，把危害结果由 “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 “严重污染环境”。之后，

最高司法机关将该条规定的罪名解释为 “污染环境罪”。由此来看，我国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是由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发展而来的，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个具体犯罪，而且立法者仅用一个条文且没
有分款或项就把污染环境罪规定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６年 《解释》对污染环境罪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是对 “严重污染环
境”、“后果特别严重”等危害结果的解释；二是对酌定从重处罚、酌情从宽处罚等量刑情节的解
释；三是对单位犯罪、共犯及罪数等犯罪特殊形态的解释；四是对证据的收集和认定问题的解释；

五是对 “有毒物质”、“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二年内”、“重点排污单位”、“违法所得”、“公私财产
损失”、“生态环境损害”、“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刑法及司法解释用语的解释。其中，对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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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把原
《刑法》第３３８条规定的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
重污染环境”，导致该条规定失去了明确性。其直接后果是：司法机关无法判断到底应当把什么样的环境污染行为认定为污
染环境罪，环境污染行为的入罪率非常低。直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作出较为详尽的解释以来，情况才有所改观。

之所以把２０１６年《解释》纳入比较的范围，是因为２０１６年《解释》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是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与处罚
的重要法律渊源，承担着贯彻刑法明确性原则的重要任务。

本文采用的《德国刑法典》文本，是由徐久生和庄敬华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的汉译本。



后果以及 “公私财产损失”、“有毒物质”的解释，对判定污染环境罪具有关键性指导意义①，对量

刑情节和犯罪特殊形态的解释只具有提示意义②。因而，从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基本内容来看，既没

有在污染环境罪之外增加新的罪名，也没有将污染环境罪进行细化，只是对 《刑法》第３３８条的司

法适用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标准。

与我国刑法不同，从法条数量和罪名来看，《德国刑法典》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则要复杂得多。

一方面，“污染环境的犯罪”是 《德国刑法典》分则第二十九章规定的一类犯罪，具体包括９
个犯罪和加重处罚情形，涉及１３个刑法条文；而且，规定具体罪刑规范的条文均由３款以上的内

容组成，很多款项下面还设了项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德国刑法典》中污染环境罪的罪名与法条设置统计表

罪名 涉及法条及款、项数

污染水域罪 第３２４条，分３款
污染土地罪 第３２４条ａ，分３款，第１款分２项
污染空气罪 第３２５条，分５款，第４款分２项

造成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罪 第３２５条ａ，分４款，第３款分２项
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 第３２６条，分６款，第１款分４项
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罪 第３２７条，分３款，第１款分２项，第２款分３项

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交易罪 第３２８条，分６款，第１款分２项，第２款分４项，第３款分２项
侵害保护区罪 第３２９条，分４款，第２款分３项，第３款分８项
放毒造成严重危害罪 第３３０条ａ，分５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危害环境犯罪 第３３０条，分３款，第１款分４项，第２款分２项

另一方面，在同一具体犯罪中，同一条的不同款并非仅限于对行为方式和加重处罚的规定，还

包括其他内容。例如，《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４条第１款规定了污染水域罪的基本罪状与刑罚，第２
款则规定了该罪的未遂犯，第３款进一步规定了该罪的过失犯。再如，第３２６条共分６款，第１款

规定了基本罪状与刑罚，第２款规定了共犯，第３款规定了不作为犯，第４款规定了未遂犯，第５
款规定了过失犯，第６款规定了不予处罚的情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刑法典》还用３个条

文明确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从宽处罚情形、没收以及相关术语。其中，第３３０条ｂ规定了作为从宽

处罚情节的真诚悔悟，包括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两种情形，并对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各种情况作出了

详尽的规定。第３３０条ｃ规定了没收，包括需要判处没收的具体犯罪行为和没收的物品范围。第

３３０条ｄ规定了污染环境罪中的关键术语，如水、核技术设备、危险物品、行政法义务、未经批准

的行为等。

可见，与我国 《刑法》和２０１６年 《解释》相比，不论从具体犯罪的数量还是内容来看，《德国

刑法典》在污染环境罪的罪名和法条规定上显然比我国刑法的规定要详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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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可谓基本明确了哪些行为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对“后果特别严重”的解释对量刑具
有重要意义；对“公私财产损失”和“有毒物质”的解释起到了划定处罚范围的作用。

例如，根据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５条的规定，实施刑法第３３８条、第３３９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
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
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这属于量刑的一般原理，无需通过司法
解释来明确。再如，根据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７条的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

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这显然是对共犯理论的重述。



二、行为的明确性之比较

仔细研究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２０１６年 《解释》与 《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九章的规定可以
发现，中德两国刑法在污染环境罪之行为的规定上存在很大差异。

（一）关于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虽然中德刑法均规定成立污染环境罪必须违反相关规定，但在相关规定的表述上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表述为 “违反国家规定”，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和第３条表述为 “非法”、
“违法”，第８条和第１０条表述为 “违反国家规定”。《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九章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表
述不尽一致，主要包括三种：一是表述为 “未经许可”或 “未经 （缺乏）必要之许可”，如第３２４条、
第３２６条、第３２７条、第３２８条等；二是表述为 “违反 （背）行政法义务”，如第３２４条ａ、第３２５条、
第３２５条ａ等；三是表述为 “违反……的法规”，如第３２９条。可见，在违反相关规定的表述上，《德
国刑法典》的表述具有多样性，而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则比较单一 （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中德刑法中污染环境罪之行政附属性规定对照表

刑法文本 具体表述 涉及条文

中国刑法典及２０１６年 《解释》 “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

“违法”

《刑法》第３３８条

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６项、第４条第２至４项、

第８条、第１０条

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２项、第３条第２项

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９项、第１０项

德国刑法典 “未经许可”或 “未经必要之许可”

“违反 （背）行政法义务”

“违反……法规”

“违反 （可执行的）禁令”

第３２４条第１款

第３２６条第１款

第３２７条第１款、第２款

第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１项

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

第３２５条第１款、第２款

第３２５条ａ第１款、第２款

第３２６条第３款

第３２９条第１款、第２款、第３款

第３２６条第２款

第３２７条第２款

第３２８条第１款

从性质上看，我国 《刑法》第９６条把 “违反国家规定”定义为两种情形：一是违反全国人大
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二是违反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
令。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属性来看，《刑法》第３３８条的规定属于保障环境法实施的规定，所以应
当将其中的 “国家规定”解释为两大类：一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
律和决定；另一类是国务院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分别制定、规定、发布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
和命令。从 《刑法》第３３８条与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关系来看，２０１６年 《解释》中的 “非法”和
“违法”应当是指 “违反国家规定”。但问题是，２０１６年 《解释》并未对 “非法”和 “违法”作出
明确界定，而且在同一个司法解释中，有的地方使用 “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有的地方则使用
“非法”或 “违法”的表述，似乎意味着 “非法”或 “违法”又不同于 “违反国家规定”。在普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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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看作比刑法还重要的我国刑法司法实践中，对 “非法”或 “违法”之范围的理解完全有可
能大于 “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 “非法”或 “违法”这一用语则显得比较含混。

与此不同，《德国刑法典》第３３０条ｄ对其中的 “行政法义务”和 “未经批准的行为”作出了明确
的概念性规定。根据该条规定，“行政法义务”的效力来源于保护法规、法院判决、可执行的行政
行为、可执行的义务以及公法上之合同；在范围上，义务是指用于防止危险或对环境，尤其是人、

动物或植物、水、空气或土地的有害影响的义务。“未经批准的行为”明确包括两类：一类是基于
威胁、贿赂或共谋为之的行为；另一类是通过不正确的或不完整的数据而获得批准或其他许可的行
为①。

以上中德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罪行为之行政附属性规定的差异，实质上已经说明：在德国，刑法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显然已经与环境行政法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为各种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判
定指明了可参照的法律法规。而在我国，污染环境罪的规定与环境行政法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紧密，

难以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判定指明可参照的法律法规。
（二）行为类型
从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的规定来看，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包括三种类型，即排放行为、倾倒行

为和处置行为。这三种行为都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行为对象为有害物质，且必须达到 “严重污
染环境”的程度。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把 《刑法》第３３８条中的 “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１８种
情形。其中，前７种情形不是结果，而是行为本身，是行为的结果化②；后１１种情形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结果。基于 “无行为无犯罪，无行为无刑罚”的基本原理，刑法中的结果是指行为的结果，单
纯的结果不是刑法评价的对象，结果应当是行为的组成部分。因此，与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规
定的１８种 “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相适应，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就包括１８种。而且，可进一步将这

１８种行为类型化为两类：一是不要求发生实害结果的行为，即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１项至第

７项规定的情形；二是要求实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即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８项至第１８项规定
的情形③ （如表３所示）。其中，第一类与第二类之间完全可能出现交叉，即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第一类
的行为且出现第二类行为所要求的严重污染环境之结果。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不应当重复评价。

可见，与 《刑法》第３３８条以行为方式为标准来划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不同，２０１６年 《解释》

第１条首先以是否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实害结果 （主要是指对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的侵害程度）为
标准把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划分为不要求发生实害结果的行为和需要发生实害结果的行为。在此基础
上，又分别根据行为方式、行为对象等对污染环境罪的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

与我国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的行为类型不同，《德国刑法典》主要以行为对象为标准对污染环境
罪的行为进行了分类。与９个具体犯罪相适应，《德国刑法典》首先把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划分为９
类；而且，在这９类行为之下，又根据各种环境污染行为的特点作出了更为详尽的划分 （如表４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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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４条使用了“未经许可污染水域”这一比较模糊的用语。对此，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塞克指出，这
种立法不符合刑法的确定性要求，因为在这里可罚性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为德国刑法
典序》，载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页。

２０１３年《解释》第１条规定了７种不是结果的情形，２０１６年《解释》在２０１３《解释》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种。对此，我国
学者指出，司法解释混淆了行为与结果，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参见张明楷：《简评近几年的刑事司法解释》，《清华法学》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当然，只有结合《刑法》第３３８条的规定，才能把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１条第８项至第１８项的情形解释为污染环境罪的
行为；换言之，《刑法》第３３８条与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１条第８项至第１８项共同规定了达至“严重污染环境”之结果的行为。



表３　２０１６年 《解释》中的污染环境罪行为种类统计表

行为类型 具体内容 涉及条文

不要求发生实

害结果的行为

１．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

２．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达到一定数量

３．超标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

４．超标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

５．通过较为隐蔽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

６．多次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

７．篡改、伪造自动检测数据或干扰自动检测设施并排放污染物

第１条第１项

至第７项

要求发生实害

结果的行为

１．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达到一定数额

２．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达到一定数额

３．严重损害生态环境

４．致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达到一定时段

５．致使一定数量农用地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

６．致使林木或者幼树死亡达到一定数量

７．致使疏散、转移群众达到一定人数

８．致使一定数量的人中毒

９．致使一定数量的人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

１０．致使一定数量的人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

１１．其他污染环境的行为

第１条第８项

至第１８项

　　注：表中所列各项具体内容是对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规定的各项内容的概括，具体行为标准还需参见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具体规定。

可见，就污染环境罪的行为种类而言，我国２０１６年 《解释》规定的行为包括２类１４种具体行
为，而 《德国刑法典》规定了９类且多达２０余种具体的行为。仅就此而言，《德国刑法典》的规定
显然比我国刑法的规定更加详细，更加符合逻辑，因而更加明确。还需注意的是，２０１６年 《解释》
第１条第１８项规定 （“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的显然不是一种具体行为类型，而属于兜底条
款，这样的规定在 《德国刑法典》分则第二十九章中是找不到的。这使得我们在庆幸２０１６年 《解
释》第１条使得 《刑法》第３３８条中的 “严重污染环境”具有明确性的同时，又陷入了不明确的困
境，因为在罪刑法定观念还尚未深入人心的我国当下，像 “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这样的兜底
性条款只能使得刑法用语更加模糊，而且很可能为司法权的滥用提供合法根据。

（三）行为形态
我国 《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规定了犯罪的非既遂形态①和共同犯罪，因而 《刑

法》分则中一般不规定各具体犯罪的非既遂形态和共犯形态；换言之，我国刑法处罚一切故意犯罪的
非既遂形态和共犯形态。既然 《刑法》第３３８条把 “严重污染环境”规定为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条件之
一，那么该罪就不可能存在非既遂形态。但是，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前七项的规定又表明，只要违
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一定数量的有害物质，或者在一定时段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处
置有害物质的，就属于 “严重污染环境”，成立污染环境罪。由此来看，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前五
项的规定超出了 《刑法》第３３８条的文义，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１］（Ｐ２３－２９）。 然而， 法律不是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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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国刑法中，与既遂犯相对应的概念包括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我国刑法理论将这三种犯罪形态称之为“犯罪的
未完成形态”或者“犯罪的特殊形态”。本文认为，既然未完成，又何来的犯罪？犯罪的特殊形态还包括共犯、罪数等特殊形态。

因而，合乎逻辑的称呼应当是“犯罪的非既遂形态”。



表４　 《德国刑法典》中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分类表

行为类型 具体内容 涉及法条

污染水域

污染土地

污染空气

造成噪音、震
动和非放射性

污染

未经许可处理

垃圾

未经许可开动

核设备

未经许可交易

放射性物质及

其他危险物质

侵害保护区

放毒造成严重

危害

１．未经许可对水域或对其品质作不利改变

１．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向土地之中处置特定物质，危害环境要素

２．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向土地之中处置特定物质，污染广泛

１．违背行政法上的义务，造成空气的改变

２．严重违背行政法上的义务，在设备运转过程中向设备范围之外大量释放
有害物质

１．违背行政法上的义务，造成噪音，危害设备之外的环境要素

２．违背行政法上的义务，造成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在设备运转过程中
危害环境要素

１．未经许可处理垃圾

２．违反禁令或缺乏许可运输垃圾

３．违反行政法义务，不将具有放射性的垃圾运走的行为

１．缺乏必要的许可或违反可执行的禁令，开动、拆卸、改变核设备

２．未经法律许可或违反禁令开动特定设备

１．未经许可或违反禁令，输入或输出核燃料

２．未经许可或违反禁令，输入或输出其他放射性物质

３．负有运输核燃料义务而不立即运输

４．将放射性物质交给无权得到该物品之人

５．引起核爆炸

６．引诱或帮助他人引起核爆炸

７．违反行政法义务，储存、加工放射性物质或对放射性物质作其他使用

８．严重违背行政法义务，运输、邮寄、包装或拆包、装车或卸车、接受或
转让他人，因而足以危害他人健康或危害人、动物或贵重物品的行为

１．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在需要特别保护空气的地区开动机器设备

２．违反依据环境保护法规颁布的禁令，在保护区内开动机器设备

３．违反保护水或矿泉的法规，在水或矿泉保护区处理对水有害的物品或开
采物质

４．违反保护区法规或相关禁令，在自然保护区开采地下物质或从事其他损
害行为

１．释放有毒或能产生毒性的物质，有致人死亡或重伤之危险

２．释放有毒或能产生毒性的物质，造成他人死亡

第３２４条第１款
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第１项
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第２项
第３２５条第１款
第３２５条第２款

第３２５条ａ第１款
第３２５条ａ第２款

第３２６条第１款
第３２６条第２款
第３２６条第３款
第３２７条第１款
第３２７条第２款
第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１项
第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２项
第３２８条第２款第１项
第３２８条第２款第２项
第３２８条第２款第３项
第３２８条第２款第４项
第３２８条第３款第１项
第３２８条第３款第２项

第３２９条第１款
第３２９条第１款
第３２９条第２款

第３２９条第３款

第３３０条ａ第１款
第３３０条ａ第２款

　　注：表中所列各项具体内容是对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４条至３３０条ａ规定的各项内容的概括，具体行为标准还需参
见 《德国刑法典》的具体规定。

的对象，在具有普遍效力的司法解释已经对 《刑法》第３３８条作出解释的情况下，还得为其正确适
用寻求理论根据①。在笔者看来，如果将我国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②，那么就应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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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而且，这一解释满足了当下严惩环境污染犯罪之刑事政策的需要，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参见苏永生：《刑法解释的限
度到底是什么———由一个司法解释引发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在污染环境罪取代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之后，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刑法理论上出现了争议。大部分学者认
为该罪的罪过形式依然是过失，少部分学者主张该罪的罪过形式属于故意。最近有学者提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可能
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属于择一罪过。参见苏永生：《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研究———兼论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及区分故
意与过失的例外》，《法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本文赞同这种观点。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且依据污
染环境罪的犯罪性质难以判断该罪的罪过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的情况下，应当肯定该罪的罪过形式可能是故意，也可
能是过失。



认该罪的未遂犯和共犯①。事实上，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７条已经规定了污染环境行为的共犯②，相
应地，也应当承认该罪的未遂犯。
可见，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和２０１６年 《解释》没有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作出明确规定，

致使理论上既可以将该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故意③，也可以解释为过失。如果把污染环境罪的罪过
形式解释为故意，那么就存在非既遂形态和共犯形态；如果把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过失，
则不存在非既遂形态和共犯形态。由此来看，《刑法》第３３８条和２０１６年 《解释》并未能给污染环
境罪提供一个明确的处罚范围，是否处罚污染环境罪的非既遂形态和共犯形态，似乎完全取决于司
法者的主观判断。
与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和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规定不同，虽然 《德国刑法典》第２３条第１款

规定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轻罪未遂的处罚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而且第１２条明确把重罪限定
为最低刑为一年以上自由刑的违法行为，把轻罪界定为最高刑为一年以上自由刑或科处罚金刑的违
法行为，但在污染环境罪中依然规定了各种污染环境行为的未遂犯。其中，第３２４条第２款规定处
罚污染水域行为的未遂犯，第３２４条ａ第２款规定处罚污染土地行为的未遂犯，第３２５条第１款规
定处罚污染空气行为的未遂犯，第３２６条第４款规定处罚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行为的未遂犯，第

３２８条第４款规定了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行为的未遂犯。
虽然 《德国刑法典》总则第二章第三节明确规定了共犯及其处罚原则，但在分则第二十九章中

对部分污染环境罪的共犯作出了规定。譬如，《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６条第２款规定了未经许可的垃
圾处理行为的共犯，即违反禁令或缺乏许可，在 《德国刑法典》效力范围内运输垃圾的，处５年以
下自由刑或罚金。再如，《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８条第２款第４项对未经许可交易放射性物质及其他
危险物品行为的共犯作出了规定，即引诱或帮助他人引起核爆炸的，处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另
外，《德国刑法典》还专门规定了部分污染环境行为的不作为，如根据第３２６条第３款的规定，违
反行政法上的义务，不将具有放射性的垃圾运走的，成立未经许可处理垃圾罪，处３年以下自由刑
或拘役。
由上可见，对于污染环境罪的非既遂形态，我国 《刑法》分则和２０１６年 《解释》均未作出明

确规定，司法者只能依据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来判断；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共犯形态，２０１６年 《解
释》第７条虽然作出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但给该罪的司法判断还是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标准；至于
污染环境罪的不作为犯 （属于不真正不作为犯），我国 《刑法》分则和２０１６年 《解释》根本未作出
规定，司法者只能依据刑法理论作出判断。这种情况的存在，往往导致司法判断的随意性增大，削
弱了刑法对司法权的约束。与此不同，虽然 《德国刑法典》总则对犯罪的非既遂形态作出了原则性
规定，但 《德国刑法典》分则依然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类型的非既遂形态，这不是对总则规定
的重复，而是针对具体犯罪类型的不同情况对总则规定的具体贯彻。与此同时，对刑法理论上纷争
不断的不真正不作为犯问题进行了明确的个别性规定，显然降低了司法判断的随意性，对司法权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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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事实上，刑法理论之所以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存在争议，是因为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不明确而导致的，进而
使得该罪有无非既遂形态和共犯形态，也难以判定。

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７条规定，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往往把《刑法》第１５条第２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为基本依据，

而且把其中的“法律有规定”理解为“法律有明确规定”。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版，第２５９—２６０
页。既然《刑法》第３３８条没有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属于过失犯罪，那么就应当理解为故意犯罪。但问题的关键是，立法者
在此采用的是“法律有规定”，而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此而言，哪一种犯罪不是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负刑事责任的
呢？由此看来，《刑法》第１５条第２款规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成了较为明显的制约。
（四）行为对象
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行为对象 （犯罪对象、行为客体）是指实行行为所作用的物、人与组织

（机构）。行为对象要么因为直接或者间接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如法益的主体或者法益的物质表
现）而成为构成要件要素，要么因为类型化的需要而成为构成要件要素［２］（Ｐ１６３）。以此来看，污染环
境罪的行为对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行为对象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能够引起环境污染结果的
物质 （如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等）；第二个层次是行为所作用的环
境要素 （如水体、土地、大气等）。中德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对象均从两个层次予以了规定，
但在详尽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中德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对象对照表

刑法文本 对行为对象的规定 涉及法条

中国刑法典和

２０１６年 《解释》
第一层次的行

为对象

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
者其他有害物质

《刑法》第３３８条

第二层次的行

为对象

环境 《刑法》第３３８条

解释性规定 下列物质应认定为 “有毒物质”：（１）危险废物，是指列
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２）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
质；（３）含重金属的污染物； （４）其他具有毒性，可能
污染环境的物质

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

１５条

德国刑法典 第一层次的行

为对象

１．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

２．垃圾

３．核设备

４．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

５．有毒或能产生毒性的物质

第３２５条ａ
第３２６条
第３２７条
第３２８条
第３３０条ａ

第二层次的行

为对象

１．水域

２．土地

３．空气

４．保护区

第３２４条
第３２４条ａ
第３２５条
第３２９条

解释性规定 １．水，指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水

２．核技术设备，指用于生产、加工、储存

３．裂核燃料，指清理具有辐射力的核燃料

４．危险的物品，指在 《德国刑法典》效力范围内运输时
有危险的物品，或在依据 《德国刑法典》而制定的法规
的适用范围内，国际运输中有危险的物品

第３３０条ｄ第１项
第３３０条第２项

第３３０条ｄ第３项

由表５可见，我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第一层次的行为对象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对第二层
次的行为对象则语焉不详，解释性规定较少，且存在兜底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明确性。《德
国刑法典》对污染环境罪之两个层次的行为对象均作出了类型化规定，不仅解释性规定较多，而且
不存在兜底条款，显得较为明确。

三、结果的明确性之比较

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相应地，刑法中的结果包括侵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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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危险结果。从中德两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污染环境罪的结果都包含侵害结果与危险结果，但在具
体规定上却存在较大差异。

（一）侵害结果
传统的法益概念是以个人为本位建立起来的，因而是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法益概念，相应地，以

传统法益概念为基础的侵害犯只能是对人的侵害犯。但是，以污染环境罪为核心的环境犯罪的大面积
出现，超越了人类本位的法益概念，把侵害犯的外延拓展为对人的侵害犯和对环境的侵害犯。

由于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把 “严重污染环境”作为污染环境罪之构成要件要素规定了下来，所
以污染环境罪在我国首先是一个侵害犯。２０１６年 《解释》又把 《刑法》第３３８条中的 “严重污染环
境”解释为两类情形：一是侵害环境但未造成财产与人身损害的结果；二是侵害环境并造成财产或人
身损害的结果。由此来看，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颁布使得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结果出现了对环境的侵害结
果与对人的侵害结果的明确区分。其中，前者是指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１项至第７项和第１８项
规定的情形，后者是指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８项至第１８项规定的情形 （如表６所示）。

表６　２０１６年 《解释》中污染环境罪之侵害结果分类表

侵害结果种类 具体内容 条文分布

对环境的侵害

结果

１．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

２．非法排放、倾倒、处置一定数量以上危险物质

３．超标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

４．超标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

５．采用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

６．在一定时段内多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

７．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污染物

８．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１条第１项

第１条第２项

第１条第３项

第１条第４项

第１条第５项

第１条第６项

第１条第７项

第１条第１８项

对财产和人身

的侵害结果

１．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

２．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３．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４．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５．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

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６．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７．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８．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９．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１０．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１１．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１条第６项

第１条第７项

第１条第８项

第１条第９项

第１条第１０项

第１条第１１项

第１条第１２项

第１条第１３项

第１条第１４项

从表６可以看出，虽然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首先规定了对环境的侵害结果，但污染环境罪
的侵害结果主要还是指对人类利益的侵害结果。其中，对财产和人身的侵害结果纯属对人类利益的
侵害结果，在对环境的侵害结果中也蕴涵着以是否对人类利益带来损害为判定依据的情形，并未将
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同等看待。

从 《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结果也包括对环境的侵害结果和对财产、人身
的侵害结果，如表７所示。从表７可以看出，在 《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结果中，对
环境的侵害结果与对财产和人身的侵害结果旗鼓相当，对财产和人身的侵害结果并非占据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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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对环境的侵害结果的判定中，并不蕴含以对人类利益造成损害为判定依据的情况。由此来
看，《德国刑法典》在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上，基本上把环境法益和人类法益同等看待。

表７　 《德国刑法典》中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结果

侵害结果的种类 涉及罪名 具体内容 条文分布

对环境的侵害

结果

污染水域罪

污染土地罪

污染空气罪

侵害保护区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

危害环境犯罪

１．污染水域或对其品质作不利的改变

１．对土地的污染或不利改变，危害动物、植物健康

１．造成空气的改变

１．对自然保护区环境的改变

１．致使污染不能清理

２．持久损坏濒临灭绝的动物或植物

第３２４条第１款

第３２４条ａ
第３２５条

第３２９条第３款

第３３０条第１款第１项

第３３０条第１款第３项

对财产和人身

的侵害结果

污染土地罪

造成噪音、震动

和非放射性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

危害环境犯罪

１．对土地进行污染或作不利改变，危害人、污染其

他贵重物品

１．造成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危害他人健康、他

人之动物或贵重物品

１．需要花费巨额费用或相当长时间之后才能清除

２．危害公共供水设备

３．为获利而行为

４．严重损害他人健康或不特定多数人健康

５．造成他人死亡

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

第３２５条ａ第２款

第３３０条第１款第１项

第３３０条第１款第２项

第３３０条第１款第４项

第３３０条第２款第１项

第３３０条第２款第２项

（二）危险结果
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结果包括对人的侵害结果和对环境的侵害结果一致，污染环境罪的危险结

果也包括对人的危险结果和对环境的危险结果。
不论从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还是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规定来看，污染环境罪均属于侵害犯，

包括对人的侵害犯和对环境的侵害犯。但是，从逻辑上看，污染环境罪也包含对人的危险犯。一方
面，对环境的侵害犯实质上就包含着对人的危险犯，因为是否对环境造成侵害往往以人类利益是否
可能受到侵害为判断标准。例如，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３项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铅、
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属于 “严重污
染环境”。该项规定的犯罪显然属于对环境的侵害犯。但不可否认的是，所谓 “污染物”或 “超过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实际上主要以是否对人的利益造成侵害为判断标准，所以蕴含着对
人的危险犯。另一方面，我国 《刑法》第２２条至第２４条明确规定处罚犯罪的非既遂形态，而且刑
法理论认为犯罪的非既遂形态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中。从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７条的规定来看，污染
环境罪属于故意犯罪①。所以，污染环境罪中存在非既遂形态。非既遂形态均属于危险犯，其中的
危险就包含对人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实施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８项至第１８项规定的行为
而非既遂的，均属于对人的危险犯，其中的危险就是对人的危险。不仅如此，我国刑法中的污染环
境罪的危险结果在逻辑上还包含对环境的危险。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１条第１项至第７项是对环境的
侵害犯的规定，所以实施该七项规定的情形而非既遂的，就属于对环境的侵害犯的非既遂形态，亦
即对环境的危险犯，其中的危险就是对环境的危险。可见，我国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的危险结果，不
是刑法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而是通过刑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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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７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共犯，而根据我国《刑法》第２５条第１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
共同故意犯罪。由此来看，２０１６年《解释》是把污染环境罪作为故意犯罪来看待的。



与我国刑法不同，《德国刑法典》可谓明确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危险结果。一方面，《德国刑法
典》明确规定了对人的危险结果。主要包括三类情形：一是对人的侵害犯的未遂犯中的危险结果。
例如，根据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规定，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将特定物质埋入、侵入
或弃于土地之中，危害人、动物、植物健康，或污染其他贵重物品或水域，或者污染范围广泛的，
成立污染土地罪；该条第２款规定，应当处罚本罪的未遂犯。其中，危害人的健康或污染其他贵重
物品的未遂犯中的危险，就属于对人的危险。二是直接规定的对人的危险犯中的危险。例如，根据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５条第１款规定，违背行政法上的义务，在设备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
足以危害设备犯罪之外的人、动物、植物健康或其他贵重物品，成立污染空气罪；犯本罪未遂的，
也应处罚。其中，足以危害设备犯罪之外的人或其他贵重物品的既遂犯中的危险，就属于对人的危
险犯中的危险。三是对人的危险犯的未遂犯中的危险。例如，根据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５条第１款
规定，违背行政法上的义务，在设备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之外的人的健康或
其他贵重物品的未遂犯中的危险，也属于对人的危险。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刑法典》更多地规定了对环境的危险结果。主要包括：其一，

对环境的侵害犯的未遂犯中的危险。例如，根据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４条第１款规定，未经许可污
染水域或对其品质作不利改变的，成立污染水域罪；该条第２款规定，也处罚本罪的未遂犯。其
中，未经许可污染水域或对其品质作不利改变的未遂犯中的危险，就属于对环境的危险结果。其
二，直接规定的对环境的危险犯中的危险。例如，《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５条第１款规定，违背行政
法上的义务，在设备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动物、植物健康的，属
于对环境的危险犯。这里的危险，就属于直接规定的对环境危险犯中的危险。其三，对环境的危险
犯的未遂犯中的危险。例如，根据 《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５条第１款规定，违背行政法上的义务，在
设备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动物、植物健康的未遂犯中的危险，就
属于对环境的危险犯的未遂犯中的危险 （如表８所示）。

表８　 《德国刑法典》中污染环境罪之危险结果分布情况统计表

危险结果种类 涉及罪名及刑法条文

对人的危险结果 侵害犯之未遂犯中的危险结果 １．污染土地罪 （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和第２款）

直接规定的危险结果 １．污染空气罪 （第３２５条第１款）

２．造成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罪 （第３２５条ａ第１款）

３．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 （第３２６条第１款）

４．放毒造成严重危害罪 （第３３０条ａ第１款）

危险犯之未遂犯中的危险结果 １．污染空气罪 （第３２５条第１款）

２．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 （第３２６条第１款、第２款和第４款）

３．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罪 （第３２８条

第３款和第４款）

对环境的危险结果 侵害犯之未遂犯中的危险结果 １．污染水域罪 （第３２４条第１款和第２款）

２．污染土地罪 （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和第２款）

３．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罪 （第３２８条

第３款和第４款）

直接规定的危险结果 １．污染空气罪 （第３２５条第１款）

２．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 （第３２６条第１款）

３．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罪 （第３２７条）

４．侵害保护区罪 （第３２９条）

危险犯之未遂犯中的危险结果 １．污染空气罪 （第３２５条第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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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罪过形式的明确性之比较

自 《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究竟是故意犯还是过
失犯，抑或包括故意犯和过失犯？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属于过失犯，但在过失
的判断依据上存在不同认识［３］（Ｐ３７０）；与此同时，有学者主张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属于故意，但在故
意的判断依据上也存在差异［４］（Ｐ１００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没有明确规定罪过形
式，而且依据该条规定也难以推断出罪过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前文已指出，２０１６年 《解释》第

７条是把污染环境罪作为故意犯罪来看待的，因而刑法理论完全有可能把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
排除过失的情形。促使这种解释结论产生的理由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盛行于我国刑法理论和
实践中的单一罪过形式理论。此理论认为任何具体犯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或者过失，即故意与过失
之间是对立关系，不可能存在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的情形，因而应当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①。
二是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 《刑法》第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该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
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正是基于该款的规定，共同过失
犯罪和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中部分出于故意部分出于过失的情形在我国刑法理论上一般被解释为

不属于共同犯罪［５］（Ｐ１６５－１６６）。事实上，该款规定只表明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并没
有否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也没有否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中部分出于故意部分出于过失的情
形。例如，在多人一起实施的污染环境罪的场合，完全存在部分行为人出于故意，部分行为人出于过
失的情形，但由于把共同犯罪解释为 “共同故意去犯罪”，并在单一罪过形式理论指导下，致使过失
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被人为地排除于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之外。
可见，正因为 《刑法》第３３８条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明确性，才使得刑法理论上对污染环境

罪的罪过形式产生了分歧。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过形式的情况下，这种理论分歧当然会对污染环
境罪的司法判定带来影响。如若坚持故意说，则意味着在环境污染犯罪不严重的时代处罚过失犯，
而在环境污染犯罪较为严重的当前情况下不处罚过失犯，显然有悖于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如若坚
持过失说，则对严重污染环境之结果持有故意的情形则不能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在没有相应的故意
犯罪的情况下②，故意致使严重污染环境之结果的行为就得不到刑罚处罚，显然是放纵犯罪。所
以，无论坚持哪一种学说，都会人为缩小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由此来看，正是刑法规定的不明
确造成了污染环境罪处罚范围的不确定。
与我国刑法不同，在 《德国刑法典》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中，凡是处罚过失犯罪的，均作出

了明确规定，即从第３２４条至第３２９条和３３０条ａ分别规定了９个具体的污染环境的犯罪的过失
犯；而且，在污染环境罪的规定上，《德国刑法典》都是在同一个条文中用另外一款或两款来专门
规定过失犯 （如表９所示）。

—１３—

李　梁：中德污染环境罪立法明确性之比较研究

①

②

例如，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把《刑法》第３９８条第１款
规定的犯罪解释为两个犯罪，即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事实上，在行为方式、行为对象、危害结果和法定
刑均相同的情况下，仅仅依据罪过形式的不同而将该条规定的犯罪解释为两个犯罪，除了在形式上贯彻了严格区分故意和过失
的理论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国有学者把污染环境罪解释为过失犯罪，认为与此罪相对应的故意犯罪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即在行为人有意向土
地、水体、大气中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各种危险废弃物，威胁到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财产安全时，就应当以投
放危险物质罪论处。参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６５页。但问题是，《刑法》第３３８条并未将污染环境罪
的危害结果限定为对人的危害结果，而且从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１条的规定来看，污染环境罪的危害结果包括对环境的危害。

所以，把投放危险物质罪作为与污染环境罪相对应的故意犯罪，逻辑上不对称。



表９　 《德国刑法典》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规定

罪名 罪过形式 条文

污染水域罪

污染土地罪

污染空气罪

造成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罪
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

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罪

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物品交易罪

侵害保护区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危害环境罪

放毒造成严重危害罪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故意／过失
故意

故意／过失

第３２４条第１款／第３款
第３２４条ａ第１款／第３款
第３２５条第１款／第３款
第３２５条ａ第１款／第３款
第３２６条第１款／第５款
第３２７条第１款／第３款
第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５款
第３２９条第１款／第４款
第３３０条

第３３０条ａ第１款／第４款和第５款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刑法典》第１５条和我国 《刑法》第１５条第２款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规定。
前者规定：“本法只处罚故意行为，但明文规定处罚过失行为的除外”。后者规定：“过失犯罪，法律
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① 但是，在具体贯彻上则存在很大的不同。从污染环境罪的刑法规定来看，
在处罚过失行为时，《德国刑法典》确实作出了明文 （明确）规定，而我国刑法却语焉不详。这种情
况在其他具体犯罪类型的规定上也有所反映。例如，《德国刑法典》第３１５条ｃ第１款规定了危害公路
交通安全罪的故意犯，第３款明确规定了该罪的过失犯。而我国 《刑法》第１３３条对交通肇事罪的罪
过形式则语焉不详，刑法理论只是依据其中的 “发生重大事故”将该行为解释为过失犯罪。可见，在
德国，凡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处罚某种行为的过失犯的，只处罚该行为的故意犯。但在我国，由于刑法
规定不明确，所以很难做到这一点。正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致使我国刑法理论不得不把凡是分则条
文中使用 “严重不负责任”、“发生……事故”、“玩忽职守”等用语的，都解释为 《刑法》第１５条第２
款中的 “法律有规定”［６］（Ｐ２６０）。可见，正是因为刑法没有 “明确”规定某些犯罪的罪过形式，才使得人
们不得不对刑法用语进行揣测，给司法者任意解释刑法提供了合法依据。

五、刑罚的明确性之比较

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对污染环境罪设置了两个刑罚幅度：基本刑的幅度是３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加重刑的幅度是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２０１６
年 《解释》第１条和第２条的规定来看， “严重污染环境”和 “造成严重后果”均属于客观危害。
换言之，我国刑法只是依据客观危害区分了污染环境罪的处罚，没有考虑行为的形态，更没有考虑
行为人的主观情况。这就存在两个问题：污染环境罪是否处罚 （存在）未遂犯？② 是否对污染环境
罪的故意犯与过失犯处以同样的刑罚？③ 反观 《德国刑法典》，对污染环境罪之刑罚的规定则比较
详细和明确 （如表１０所示）。

—２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事实上，“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表述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刑法处罚任何犯罪都以法律有规定
为前提。所以，将该款修改为“过失犯罪，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才具有实质意义。

虽然从《刑法》第３３８条的规定来看，污染环境罪属于侵害犯，因而不发生“严重污染环境”之结果的就不能处罚，但
从２０１６年《解释》第１条前７项的规定来看，污染环境罪又包括危险犯。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有事实根据的。

在我国刑法中，存在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适用相同的刑罚的情形，如《刑法》第３９７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
罪的刑罚相同，第３９８条规定的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罚相同，第４３２条规定的故意泄漏军事秘
密罪和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的刑罚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对污染环境罪的故意犯和过失犯适用同样的刑罚还是区别对待，

也不是没有问题。



表１０　 《德国刑法典》对污染环境罪的处罚情况统计表

犯罪类型 罪名
刑罚

既遂犯的刑罚 未遂犯的刑罚 过失犯的刑罚

一般的污

染环境罪

污染水域罪

污染土地罪

污染空气罪

造成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罪

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

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罪

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

危险物品的交易罪

侵害保护区罪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３年或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可以减轻处罚

可以减轻处罚

可以减轻处罚
—

可以减轻处罚

可以减轻处罚

可以减轻处罚

—

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２年或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３年或１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３年或２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２年或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情节特别

严重的污

染环境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危害环境犯罪

放毒造成严重危害罪

６个月以上１０年以下自由刑，
或１年以上１０年以下自由
刑，或３年以上自由刑，或６
个月以上５年以下自由刑
１年以上１０年以下自由刑，
或３年以上自由刑，或６个
月以上５年以下自由刑

—

—

　　　　　　—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或３
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由表１０可以看出，首先，《德国刑法典》依据客观危害把污染环境罪分为一般的污染环境罪和情
节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罪。《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４条至第３２９条规定的是一般的污染环境罪，并依据
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设置了 “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或者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的刑罚幅度。第
３３０条规定的是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的污染环境罪，依据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别设置了６个月以上１０
年以下自由刑、１年以上１０年以下自由刑、３年以上自由刑、６个月以上５年以下自由刑四个刑罚幅
度。除此之外，《德国刑法典》第３３０条ａ规定了放毒造成严重危害罪，并依据后果的严重程度设置
了１年以上１０年以下自由刑、３年以上自由刑、６个月以上５年以下自由刑三个刑罚幅度。
其次，在一般的污染环境罪中，依据结果的不同形态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例如，《德国刑法典》

第３２４条第１款规定了污染水域罪的既遂犯，刑罚幅度是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该条第２款规定
了污染水域罪的未遂犯，根据 《德国刑法典》第２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这种
情况同样存在于污染土地罪、污染空气罪、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
危险物品的交易罪中。由此来看，在污染环境罪的刑罚处罚上，《德国刑法典》严格区分了既遂犯
与未遂犯。此外，《德国刑法典》第３３０条ｂ第１款规定了两种从宽量刑情节：其一，在重大损失
产生之前行为人自动排除危险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二，虽然危险不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
而排除，但只要行为人主动真诚努力排除危险的，减轻或者免除行为人的刑罚。
最后，在一般的污染环境罪中，依据主观罪过形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例如，根据 《德

国刑法典》第３２４条第１款的规定，污染水域罪的故意犯的刑罚为５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而根据
该条第３款的规定，污染水域罪的过失犯的刑罚为３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污
染土地罪，污染空气罪，造成噪音、震动和非放射性罪，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未经许可开动核
设备罪，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罪中。在 《德国刑法典》第３３０条ａ规定的
放毒造成严重危害罪中，在处罚上也区分了故意犯和过失犯。

六、结　语

从中德两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来看，在罪名设置、法条数量与布局、行为、结果、罪过

—３３—

李　梁：中德污染环境罪立法明确性之比较研究



形式以及刑罚设置上，《德国刑法典》的规定远比我国 《刑法》及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规定要复杂得
多。这种复杂性不仅彰显了德国人严谨的思考方式和大陆法系国家重形式理性的传统，更为重要的
是，它为法官准确判定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规定，进而映射出刑
法明确性问题的重要性。
从 《德国刑法典》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来看，刑法为法官的司法裁量划定了明确的范围；反观

我国 《刑法》第３３８条和２０１６年 《解释》的规定，刑法不仅没有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判定提供较
为明确的判断标准，而且兜底条款的存在致使对刑法的明确性具有绝对支撑意义的形式理性被实质
理性所取代，进而使刑法正确指导司法者的刑法适用活动和限制司法者司法权的功能难以实现。因
而，我国不仅应当学习德国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而且应当借鉴德国在解决刑法明确性问题上的
具体做法，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当前的刑事法治建设中需要重点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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